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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

准衡量，1978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 97.5%，贫困人口规模 7.7 亿人。截

止到 2020 年底，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但是三农问题仍然存在，在“新四化”当中农业现代化仍然是薄弱的短板。

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现过一些波动，最

高时的差距达到 3.5 倍。随着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的推进，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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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但仍然保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4 年前三个

季度的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36801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中位数 14310 元，城乡收入差距仍然高达 2.57 倍。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现价）与收入差距 

     

    我国目前的贫困线是以 2011 年 2300 元不变价为基准折成 2020 年现价为

4000 元人民币，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 2.98 美元/人/天，尚低于世界银行

确定的 3.2 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标准。而 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 1 万

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若参照世界银行 5.5 美元/人/天的中高收入国家

贫困标准，则不仅原有脱离绝对贫困人口的农民又将大部分陷入相对贫困人口，

原已脱贫和未划为绝对贫困人口的相当一部分群体也将划入相对贫困人口。因此，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重要文件都反复强调必须守住农村贫困人口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 

二、 我国长期陷入三农困境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劳动生

产率偏低。我们分析，在 2.5 倍左右的城乡收入差距里面，有 66%是由城乡之

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决定的，另外 1/3 的原因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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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业、社保等制度因素造成的。 

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来看，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远远落后

于第二、第三产业，且差距不断扩大。以“各产业现价增加值与就业人数之比”

作为衡量指标，1978 年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0.04 万元/人、0.25

万元/人和 0.19 万元/人，而 2023 年则分别为 5.32 万元/人、22.43 万元人和

19.31 万元/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是

逐年扩大的。 

 

图 2 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1978—2022） 

 

自建国以来，农民的绝对生产率水平一直在提高。但是，从相对水平来看，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且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22 年我国农业劳

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仅为 22%，不足四分之一，甚至低于菲

律宾的 23%，同期韩国、经合组织国家、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发达

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平均为 63%。 

再从农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与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来看：

2022 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为 88207 亿元，仅占 GDP 的 7.3%，而第一产业就



 4 

业人口 1.7663 亿人，约占总就业人口的 24%，二者的比值为 0.3，也就是说，

24%的就业人口仅创造 GDP 的 7.3%，这极不成比例。正常的城乡关系，应该

是 1%的就业人口创造 1%的 GDP 占比。而二者的比值在 1952 年为 0.60，也

就是说相对于第二、三产业，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逐年下降的。 

 

图 3 第一产业产值在 GDP 中的占比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    

的比值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

的数据，2022 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略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农业比

较劳动生产率则相对低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

为日本的 37.7%，美国的 9.1%、加拿大的 7.4%。我国农业从业人数占比在所

列国家中都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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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世界部分国家/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与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也是相对滞后的。

2022 年我国人均 GDP (现价美元) 是美国的 16.66%，我国的农业劳均增加值

为美国的 9.14%。中国的农业发展水平都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仍是

发育相对不足的经济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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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程度 

 

接下来就要分析我国农业生产率低的原因是什么。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构成

来看，其主要受到单位数量农产品增加值、土地产出率和劳均土地面积三方面的

影响。 

目前我国的粮价已经上涨，在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粮食

价格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已不可取。同时，我国的土地生产率事实上也

已经属于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增长，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

以上，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提升粮食产量的空间有限。而且，农村大部分强壮

劳动力都已经进城，农村劳动力大多是“老夫老妻”，要收获 1.3 万亿斤的粮食

并不容易，提高单产和总产量的空间有限。 

因此，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所导致的狭小的户均土地规模，是造成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三产业的主要原因。 

根据农业农村部 2021 年的数据，我国约 2.1 亿农户经营的耕地在 10 亩以

下，户均经营规模只有 7.46 亩。2022 年，美国户均农地面积达到 2810.4 亩/

户，是我国的 376 倍；2023 年，澳大利亚 88073 个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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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79.3 亩/户，是我国的 8509 倍。属于小农经济的日本和韩国，户均土地经

营规模也达到我国的三倍左右。世界银行将户均耕地低于 30 亩的定义为小农。

我国农村户均土地不足这一定义底线的四分之一，可谓是超小农、小小农。 

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需提升农村户均土地经营规模。那么如何使户

均土地的数量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学界有很多研究，也有很多标准。比如，以

80%的城市化水平为标准，计算剩余的农村人口所能实现的户均土地规模。也有

学者从劳动生产力的角度，计算一个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多能耕种多少亩地，因为

如果一个劳动力耕种太多土地，边际的生产率会递减。 

我们提出的标准是，以农民工的收入作为参照系，将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达

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平均月收入情况下的劳均土地经营规模视为乡村振

兴所必需的最低劳均土地经营规模。2022 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 4615 元，可以

说如果农民种地的月均收入达到 4615 元，农民就不需要再去城里打工，甚至低

于这个水平，农民可能也不需要进城了，因为进城还需要迁移成本、居住生活成

本等。 

在 2022 年，全国种植业每亩年纯收入 558.1 元。考虑到土地经营规模扩大

到一定程度后，不同农产品、不同地区的每亩纯收入可能出现增加或减少的情况，

无法一概而论，因此仍采用现有的种植业每亩年纯收入计算，并假设种植方式为

一年一季。这样计算出来，要达到 4615 元的月收入，劳均耕地面积就需要达到

99.2 亩【即（4615*12）/558.1=99.2】。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2020 年农户户均农村劳动力 1.84 人，

若这部分劳动力均全职从事农业生产，则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为 182.5 亩；但是在

每户 1.84 人里面，有部人劳动力只是把农业作为兼职，一部分时间在城里打工，

即如果保持现有这样的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即户均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

是 0.72 人，则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为 71.4 亩。 

我国现有耕地 20 亿亩，农户 2.2 亿户，要达到户均 71.4 亩土地规模，只需

3080 万农户，这意味着必需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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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农地经营规模达到 50 亩以上的农户大概只有 350 万，共经营了

3.5 亿亩土地。到目前为止，我国 2.2 亿农户中大概只有 6800 万农户或多或少

流转了土地，流转面积只占全部承包土地的三分之一。若全国农村达到每户 100

亩的规模经营水平，需要把现有 90%农户的土地转移到 10%的农户手里，这也

就意味着农村现有的 2.2 亿农户绝大部分要在完成非农就业的同时完成农村居

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这无疑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战略转移。 

 

三、 走出三农困境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来。但是应

该说，经过 40 多年，家庭承包制所能释放的生产力已经释放完了。然后又发展

乡镇企业，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 1978 年 的 2827

万增加到 2011 年的 186 万，但从 2012 年起开始下降。接下来就是农民进城成

为农民工。截止到 2023 年底，农民工数量已达到 29753 万，而其中被统计为

城镇常住人口的 2.52 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没有城镇户籍。 

2005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

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 20 字方针无一字涉及土地和农业人口

转移，推出新农村建设 3 年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村仍然落户，农业

基础仍然薄弱，农民增收仍然困难。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发

展战略之一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项要求之一，其总体要

求也是 20 字：“产业兴旺、生态宣居、乡风文明、治理高效、生活富裕”，与

新农村建设 20 字方针并无本质区别。所不同点在于中共十九大报告还强调要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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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没有落户，严重制约了我们真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能力和水平

的提高。202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而

在过去往往是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分开讲，现在是把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相结

合。 

2024 年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这次会议不再简单地提及乡村振兴，而是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

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四、 我国城市化现状及战略目标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加快城镇化进程？2023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6.16%，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城镇化率平均水平 (66%)，但与高收入国家

平均 81%的城市化率还有一定差距。美国为 82.1%、德国 77.3%、日本 91.5%、

俄罗斯 74.3%、巴西 86.3%、南非 65.9%。1996-2000 年的 5 年期间，是中国

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均提高 1.436 个百分点，但此后整体呈放缓趋势，

2021-2023 年间已回落到年均 1 个百分点以下。 

 

图 5  城镇化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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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1982-2023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21.13%上升至 66.16%，上升 45 个百分点；而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从 17.60%上升至 48.3%，只上升 30.7 个百分点。2023 年，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 17.86 个百分点。因此，有序推进进

城农民工和随迁家属在城镇落户是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图 6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在扩大 

 

我们未来的城市化战略目标是什么？2023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6.16%，已经提前 2 年超过了十四五规划确定的 65%的目标。高收入经济体目

前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为 81.8%。未来我国的发展目标可以分为两段，至 2035

年，如果按照每年平均提升 1 个百分点，预期可达到 78%。从 2035 至 2050

年，即使按照每年平均提升 0.7 个百分点，预期也能达到 85%。日本早在 2005

年就达到了 86%的城市化率。中国达到 86%的水平比日本预计晚大约 45 年，

因此这个目标不能算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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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大城市（群）为依托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 

接下来讨论城市化发展的道路。究竟是以大城市还是以中小城市或者小城镇

为主，这始终存在争论。 

人口向大城市积聚是普遍规律。世界银行的数据表示，1950 年以来，超过

1000 万人口的城市数量发展是最快的。再从不同规模城市承载的人口来看，特

大、超大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增长最快。 

 

表 2 世界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的数量 

 

 

表 3 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 

 

再从我国的情况看，尽管官方确定的城市化战略是在抑制大城市发展，但人

口仍然在按照自己的规律长期向大城市集聚。2000-2010 年、2010-2020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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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住人口年均增速由 0.57%降至 0.52%，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

别由 3.42%、1.81%变化至 2.37%、2.06%，一线城市人口持续集聚但增速放缓，

二线城市“抢人”政策下增速略有上升。同期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由

0.52%、0.15%下降至 0.44%和-0.36%，与全国增速差距由 0.05、0.42 个百分

点扩大至 0.08、0.88 个百分点，人口加速流出。 

 

图 7 近 10 年一二线城市全域常住人口保持集聚、三四线加速流出 

 

因此，发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不能违

反一般规律。发展大城市也有很多优势。 

第一，从控制污染来看，大城市在创造同量 GDP 的条件下，其污染物排放

量远远低于中小城市。而且，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

也远低于中小城市。2016 年全国 31 个重点城市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工业增加

值合计占全国比重为 31.6%，而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定废物仅占全国的 9%。而且，

31 个重点城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76.2%，远高于全国 59.5%的

平均水平。 

第二，从减少耕地占用来看，大城市明显优于中小城市。从农村居民点到建

制镇、小城市 (含县城)、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2016 年人

均建设用地面积依次递减为 326、205、122、121、115、100、7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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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人均建设用地（平方米） 

 

表 5 不同规模城市的城镇用地增量占比与人口增量占比对比 

 

    第三，从就业来看，大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并且更容易养活穷人。特

别是在进入服务业主导发展阶段，大城市的发展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

这也是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更加向大城市集聚的关键。2015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

中有 66.3%流入地级以上城市，其中有 31.2%流入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16 年

31 个重点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合计占全国的

33.9%。此外，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开始正式公布的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

率一般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0.2 个百分点左右。 

第四，从经济效率看，优先发展大城市更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国际竞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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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区域和城市竞争，美日英法等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最具竞争力的区域均为其大

城市。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一方面来自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高度集

聚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来自于低效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退出大城市，使

得大城市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即所谓的选择效应。从 2016 年

看，市辖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人以上的人均经济产出高达 11.7 万元，是 100 万

人以下城市 5.3 万元的 2.2 倍，是 100-300 万城市的 1.8 倍。 

 

图 9 大城市人均经济产出明显高于中小城市 

 

我们有一个研究，只有城市化达到 76%的时候，大城市才可能会出现饱和

的情况。这个时候城市化会从集中向分散转变，但是这并非逆城市化，而是人们

可能在大城市就业，但是居住在周边的卫星城、中小城市，甚至小镇，也不排除

到农村居住。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达到 66%，距离逆城市化或者分散化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没有必要过早限制特大超大城市的发展。 

 

六、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我国进行了多次土

地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目前的土地制度还遗留了两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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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不同权的问题。农村集体土地没有发展权。2019

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将原来“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

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修改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

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

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这才打破了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独

家卖方垄断，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朝着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

用地市场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此外，城市的住宅建设用地拥有完整的用益物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处

置权、收益权以及抵押物权。农村的宅基地只有占有使用权，没有收益权和处置

权，更不能作为抵押。 

城乡宅基地同地不同权导致了什么结果？首先，农民的财产收入渠道和融资

渠道都被堵塞。对可支配收入增长进行分解可以发现，2013-2019 年我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5892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

和转移净收入的贡献分别为 56.3%、11.7%、20.4%和 11.6%。同时期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591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贡

献分别为 44.5%、27.7%和 25.0%，财产净收入增长在其中的贡献率仅为 2.8%。

2024 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财产净收入差距为 9.4 倍，此前超过 10 倍或者 11

倍。如果宅基地无法流转，那么潜在价值就无法实现，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此。 

第二是在土地资源配置方面，土地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规划和用途管

制决定。一是，我国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均低于全球平

均水平。城乡建设用地比例严重偏离城乡常住人口比例。2022 年农村常住人口

已不足 35%，但村庄建设用地是城镇建设用地的 2.12 倍，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居

住用地面积是城镇人口的 5.65 倍。 

二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流向东部，但是中西部土地供应占比却从 2003 年的

32.6%提升至 2016 年的 60%。三是城镇建设用地结构配置失衡。我国城镇居住

用地占比低于美国、日本，但是工业用地占比明显高于日本、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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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

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

财产权益;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加快

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

低效用地。 

这些都可以作为后续改革的依据。我们认为，下一步最重要的是同步推进城

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配置市场化改革，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权能。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一是改变

城市土地单一国有制，允许城市规划区内保留集体土地所有制；二是允许集体土

地所有权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置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具有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同等权能；三是赋予农村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四是允许宅

基地使用权在集体经济组织之外流转；五是允在不变更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

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小产权房合法化。 

第二，放宽对农地入市的限制， 只要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而且非出于公

共利益需要，即使是耕地也应该允许改变用途直接入市， 更不要说本身就是建

设用地或宅基地了。 

第三，应该允许增减挂钩指标在村集体之间交易，以及建立增减挂钩指标跨

省交易的全国统一市场。 

第四，消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比如，保障城里人能够在农

村获得合法的就业、创业和生活的空间，取消农村宅基地只限于在村集体内部使

用的限制，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或租地建房。 

第五，应该允许农民自由转让农地承包经营权。政府不能强迫农民流转或放

弃农地承包权，但政府也不应该限制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随着越来越多的农

民进城务工落户和迁徙定居，传统的村落有的兴盛，有的衰亡，彼此之间的合并

重组已经不可避免，由此必然要求农地承包权的流转跨越原集体经济组织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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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同村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也难免会发生相应的转移和重组。农地制度的安

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

这场变革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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